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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观应（1842-1921），作为近代著名的思想家、实业家，
他的思想极其宏大而深邃。他不仅在政治、经济、教育、外交
思想方面卓有建树，而且在宗教方面也有独特的见解。迄今
为止，学界研究郑观应的成果颇丰，涉及政治、经济、外交、教
育诸多方面。但是相形之下，全面阐述其宗教思想的研究则
付诸阙如。某些研究郑观应道教思想的成果，夸大了道教在
其经世实务中的主体地位，而没有综合考量其宗教观中儒、
释、道的关系。[1](p77)

儒、释、道，共同构筑成传统文化三足鼎立的局面。在国
人的理念里，儒、道、释的内在张力趋于互补的动态平衡：儒
家治世，释家治心，道家治身，三者互补，各有倚重。作为儒学
陶冶成长下的士人，郑观应也没有逃脱传统的窠臼。我们考
量郑观应宗教思想的发展轨迹，就可知其一二。当其早年一
帆风顺、志满意昂之际，他以经世为鹄的，尊崇儒学，贬抑世
俗释道；当其事业停滞，身遭厄运，他尊崇道术，企求得道成

仙，成仙救国。但贯串始终不变的是其经世情怀。与此同时，
他对处于中西交冲漩涡中的基督教大加鞭挞。因此，在郑观
应宗教观里，儒家思想主导其经世实践，释道二教则给予他

超自然的精神体验，两者是本末、体用的关系。而西来的基督
教则“支离穿凿，自相矛盾”。[2](p242)

一

郑观应出生书香门第，从小即在父亲的指导下诵读儒家

经典，儒学在其幼小的心灵打上了深刻的烙印。郑观应成年
后论及中西教育次序时说：“诚能以中国之经义为根底，庶几
礼义廉耻与及修、齐、治、平之精理早已深印脑筋，则其学西

学必能弃其所短，取其所长矣。”[3](p250)他认为儒学为根本，西
学须以儒家纲常为基奠。他论及《盛世危言》写作意图时重申
说：“首篇，亦尝论法可变而道不可变。”[3](p250)他所说的“道”是
指“伏羲、神农、黄帝、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以来，列圣相传之
大道。”[2](p244)他所要变革的只是具体的“治法”和“器用”，而延
续几千年的儒学道统，是绝不能改变的。
首先，作为儒学忠实拥趸的郑观应，对儒学的前途极其

自信。他认为“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之道，为万世不易之
大经。”[2](p535)而释道两教，乘隙而兴，皆一时之计，不可长久。
他说：“夫二氏之教（注：释道）忽焉昌炽者，皆由于圣道之寂，
儒术之蔽。自东周息迹，明王不兴，孔孟凄皇，世主莫能宗尚，
于是泰山颓，梁木坏……”[2](p243)他追溯历史，详述释道两教
“乘隙而兴”的事迹，认为“数百年后，其分歧之教必寖衰．而
折入于孔孟之正趋”。[2](p243)表现了郑观应对儒学吸收西方文
明而最终统摄四海的文化自信。晚清废科后，学子趋新，贬抑
五经四书，他评曰：“夫诚、正、修、齐、治、平之道，历千秋而不
变，亘万古而常昭。”[3](p251)他主张派人赴海外宣讲儒学，认为
“宣教得人”，儒学一现，其他学说皆无影无踪。“他日太阳首
出，爝火皆消；洪钟一鸣，万声皆寂。”[2](p491)

其次，郑观应奉儒学为正统，以儒学的尺度对释、道、基
督诸教予以取舍或整合。郑观应概述释道两教的主旨时论
说：“总此二家，胥不离心、性二字。”[2](p536)他以儒学的心性论
整合释道两教。他评价释道开创者云：“考释祖释迦当日舍一
国之富、世子之尊而不为，而决然舍父母、背妻子，趺坐灵山，
六载成道。老子当周衰，弃柱下史官，舍中国而不居，骑青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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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函谷，远辞入境而隐。其独善其身，视举世繁华富贵、声色
贷利莫可浼焉者仙、侣悉同。”[2](p536)他把释迦出家、老子出关
都视为儒说“独善其身”的内圣修为。作为儒学的笃行者，早
年时期郑观应推崇积极入世的经世观：“天下之最便于行善
者，莫如官吏，而官吏之最重者，莫如幕宾。凡官吏生杀威福
利害之权，无非幕宾掌握之。”[2](p45)他认为，做官最便于行善，
做官平治天下，远胜于个人闭关修行。“公门之修行，岂不胜
深山兀坐，闭关焚修。”儒学讲求经世，在他看来，显然比释
道两教高明得多。他抨击基督，但却认可基督“劝民为善”的
救世行径。
再次，我们透视郑观应的“报应”学说，亦可察其端倪。郑

观应的“报应”观念根深蒂固，这实际是衍生于儒学的“天道
论”。孔子谓：“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”，祸褔取决于天命裁夺，
而天命裁夺则取决于个道德的砥砺。郑观应报应观深受儒学
“天道论”的影响。他对《尚书·汤浩》“天道福善祸淫”思想予
以发挥，“命由我造，福自天申，天主之亦人主主之”，[2](p50)他认
为，祸褔因德行修习而趋不同，因为上天“富善而祸淫”，惟有
“积累善行”，才能企求上天的佑助。他由此推衍，“近世大家，
如吴门之潘，昆山之徐，常熟之蒋……皆其先世积德累功所
致。善事又何乐而不为乎!”[2](p44)在他看来，近世大家子孙显
达，是缘于先人积德，上天彰显他们的后代以嘉奖其前世的

德行。所以他认为，鬼神风水必须放在人事之后。吉凶源于自
身修为，企望风水相佑，无异于缘木求鱼。“故吉土之遇，每在
贫贱之初乐善之士，凶土之藏，每在富贵之后为恶之家。”[2](p41)

人事源于天命，天命寄寓人事。郑观应“报应”观滥觞于“尽人
事，听天命”的儒学天命观。
最后，郑观应十分重视儒学的教化。郑观应崇古薄今，在

其看来，古代教化方法意美法良，“以士礼乡饮酒化天下于尊
亲礼让之间”，[2](p488)王道实心教化民众，“俗美化行，而乱萌潜
杜”。秦汉后，以文法治天下，中国教化之道荡然无存。释、老
“乘隙而入”，“愚民靡然归之若流水。”[2](p488)他认为，若不推行
儒学教化，“听外人取而教之”，祸患将会随即而至。他以粤、
捻起义为证，认为这是不推行教化所酿成的祸患。
那么应该如何推行儒学教化呢？郑观应主张由地方官按

期设坛，讲授孔孟、程朱之学：“似宜责成教官三八宣讲，而
府、县就近稽查。仍筹经费，听讲者款以饗飧。劝化若干，记以
簿籍，岁由学政综核其成。著有成效者，保升知县。此城邑宣
讲之法也。各乡各镇在三百家以上者，由教官进选公平之生
监绅耆，亦筹经费置立公所，按期宣讲，听讲者授以餐。劝化
若干，籍而记之，以申于教官，转详学政，移咨吏部，三年有

效，量予出身。此乡镇宜讲之法也。所讲以圣谕要言为主，而
以孔孟之迢、程米之学旁通曲畅，务求有当于人心。”[2](p490)

郑观应主张，由乡绅筹资建所，宣讲儒学伦理。若宣讲
“著有成效”，教官保升知县；乡绅予以出身。以功名调动地方
官吏耆绅儒学教化的积极性。此外，为诱使乡愚听讲，由官府
出资，使听讲者免费用餐。宣讲教化内容以“圣谕要言”为主，
旁及儒学孔、孟之道，“务求有当于人心”，使天下风俗“焕然
丕变者。”

此外，郑观应还主张派人远赴海外，对从事工贸的海外

侨民宣讲儒说。他对此论曰：“至于海外贸易工作之商民不下
数千百万，五方杂处，良莠不齐，赌杀凶殴之案层见叠出。其
性情良懦者则入天主耶稣之教，夏而尽变于夷。蚩蚩者氓莫
非天朝之赤子，忽然竞置之度外，岂圣仁怙冒之心？今既于通

商各埠专设领事以抚驭华民矣，似宣就地筹捐，建立书院，以

教聪颖子弟。仍广筹经费置备公所，按时宣讲《圣谕广训》、
《劝善要言》，或由领事延聘达人，或由领事自莅，每逢朔望及
礼拜日期，遂条宣讲。”[2](p491)

郑观应认为，为使海外侨民免失于儒学教化，杜绝耶稣

教对其思想侵蚀，在海外应筹经费、设书院、兴教化。他认为
只要宣教得人，认真经理，儒学将风靡四海，“彼释、老浮游之
论，天方天主荒唐牵强之辞，何足与我中土之圣道王言互相

比拟……万姓既改恶从善，永无犯上作乱之萌，万邦亦一道
同风，咸知学圣尊王之义，所谓凡有血气莫不尊亲者，此其权

舆要领矣！”[2](p491)

二

作为近代实业的开创者，郑观应积极入世，奉儒学经世

救国为圭臬。鉴于当时社会释道耗费资财，激化社会矛盾，他
力主裁抑释道，化弊为利。中年后事业困厄，心情抑郁，他又
回归自小修道成仙的夙愿，希望修炼成仙，得道救国，甚至寄

寓仙道消弥战争。
郑观应认为历代裁抑释道“良法美意”。他对制裁释道没
有完全贯彻落实感到痛心：“历代以还，二氏互有盛衰。清时
亦尝有沙汰僧道之诏，而卒至多方看扞格，良法美意终不行

天下”，[2](p536)郑观应主张裁抑世俗释道两教有如下原由：
首先，两教有名无实，徒有其表，他对此极为愤慨：“名曰
我明心见性也，而实则利欲熏心，豺狼成性。名曰我修真炼性
也，而实则疏懒为真，色食为性。失志则打包古水，乞食江湖；
得志则登坛说法，聚众焚修。于是逞其才智，募化十方，轮奂
而居，重裕而坐，膏粱而食，锦绣而衣。其善者则结纳名流，怡
情诗画；其不善者则附托权门，夤缘当路，通声气，市权利，或

且聚狂徒，逞邪说，窝盗寇，干法令．与夫奸淫邪盗．凡乡党

自好之流所龂龂兮不忍为者，而一切身犯之。”[2](p537)

郑观应生逢晚清，清王朝统治江河日下，土地高度集中，

苛税繁重，吏治腐败，朘剥百姓，致使饥民流离失所，社会矛

盾日趋激化。动荡驱使大批无业游民进入寺院、道庙。“寺院
僧道两门所聚徒众不下数十万，或众至百万人，男妇泥杂，老

少不伦。”[2](p537)这些世外僧道满口心性道德，实则男盗女娼，
奸淫邪盗，无恶不作，成为社会罪恶的渊薮。
其次、释道两教徒众繁多，不事生产，奢侈腐化，糜费资

财。他严厉批判释教奢侈淫靡、浪费社会财富的行径：“粤东
每于七月中旬，广设盂兰胜会，托言目莲救母，实则释氐愚

人，旧例相沿。经坛礼忏，互赛新奇；灯采辉煌，务侈华丽……
流弊百出，縻费万金，岁以为常，官不知禁。无故聚此数十万、
数百万有用之人，而习此一无所用之业，安居而逸处，男不秉

锄犁，女不治丝布，能文字合不列士林，工会计者不操商贸，

而衣食宫室百物之取给，皆不能上叩之天，下资之地，是仍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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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业之民为其外府而已，供其朘削而已。吁嘻!此后世王政之
所以不能复兴者，良有由也。”[2](p147)

再次，释道两教教徒以敛人钱财为能，不从事慈善事业。
郑观应以基督为参照，抨击释道两道在慈善方面无甚建树。
“今之僧道只知建醮超幽，敛人财物，未闻有行一善举如耶
稣、天主教士设学校以教人，创医院以治疾者。”[2](p538)

尽管郑观应基于世俗释道“有名无实，徒縻资费”的考
量，强烈要求予以整顿甚至取缔释道，但并不表明他放弃对

道家成仙之术的尊崇。郑观应从小好道，对道家的成仙方术
孜孜以求。幼时自念“人为万物之灵，岂有寿不如龟鹤者”[3](p61)

是以锐志求道，“凡三教经诗、诸子百家、占卜术数之学，靡不
研究。”[3](p61)郑观应早年事业顺畅，从 1858 年入洋场到 1885
年太古洋行“保案”前，官商生涯几乎一帆风顺，此时他踌躇
满志，“商战救国”经世理念牢牢占据了他的头脑，他对道学
的爱好被“商战救国”的儒学经世观挤兑，所以早年著作《救
世揭要》与《易言》两部书中都未见他关于道术的议论。1885
年，郑观应因代理太古洋行买办杨桂轩做保人，杨亏欠洋行

巨款，太古洋行向港英当局控告郑观应。郑观应锒铛入狱，历
时半年，身心遭受极大摧残。洋场失败使郑观应心灰意冷，他
一度隐居故里，杜门养疴。此后，他对成仙法术极其虔诚。他
相信神仙确实存在，只是欲修道成仙，须得道真人传授仙诀。
为求得仙诀，他不畏艰难，耗费资财，遍游四方道教胜地，寻

访仙迹，希冀得道成仙。他晚年回首往事：“待鹤求道已五十
年，凡有道之士靡不执贽求教，指示迷津；凡有善事无不尽力

倡助，冀消魔障。”[3](p48)中国传统文人儒道互补，进者儒，退者
道，儒以经世，道以养身。1891 年，郑观应偿清因保案而亏欠
的巨款。1892 年他结束隐居生涯，重入洋场，到上海轮船招
商局任帮办。此后 10 年间，他事业顺畅，生活安定。但是中日
甲午战争的再次失败震颤了他经世救国的心志。洋务强国的
失败，使他又一次想到得道成仙。他悲愤地抒写到：“我欲退
步学神仙，不愿长为世所抑。富贵功名本由天，任尔畸士求不
得。”[3](p132)

三

作为传统文化培育的近代士人，郑观应主要是从传统汲

取思想养料。如果说郑观应对传统文化的儒、释、道敝帚自
珍，那么在中西文化冲突加剧的背景下，他对外来的基督教

显然是没有好感。
首先，郑观应批判基督教根源不正、教义不精。他认为基

督源于“西人不知大道”、“精义不传”，致使“二、三生徒妄以私
心附会，著书立说，托名耶稣，剿袭释老之肤言，旁参番回之杂

教，敷陈天堂地狱之诡辞，俚鄙固无足论，而又创设无鬼神之

说，夫既无鬼神，则天堂地狱又复为谁而设？”[2](p242)基督教宣扬
上帝是唯一真神，排斥祖先崇拜，郑观应认为基督创设“无鬼
神”之说，由此推衍出这与其鼓吹的“天堂地狱”自相矛盾。他
以彼之矛攻彼之盾，认为基督教“支离穿凿”、自相矛盾。
其次，郑观应认为基督教士擅权，尾大不掉，致使内政失

和，萧墙祸起；外交“失欢”，列强争斗。郑观应说：“西字日报论
教士之擅权，教民之梗化，已成尾大不掉之势。意大利尊之而

国库匮，西班牙尊之而内乱生，法兰西尊之而党祸起。”[2](p405)郑
观应认为，列强尊崇基督，致使内乱丛生，把基督教视为祸国

乱民的根源。他由此武断地推测西洋人像国人一样，莫不痛
诋教会：“其教或分或合，有盛有衰，名目不同，源流则一……
千百年来，党同伐异，仇敌相寻，人民苦锋镝，原野厌膏血，别

分门户，遂酿干戈，变本加厉，实非教主始念所及。俄土之战
其尤著者也。”[2](p406)

西人有识者，虑其为变，思有以裁制之，故意乘法人兵

败，教王失援，遂据罗马都城，收教堂产业，而吞并之机动矣。
布鲁斯绳以新法，废其教堂，奥斯玛加定教士不得干预国事，

停其公费，而排斥之令严矣。[2](p406)

郑观应认为，基督教教义歧异，门户林立，党同伐异，纷

争不断。他从当时西人在华的报刊中，汇拢信息，主观臆断地
把“俄土之战”视为宗教战争。他预言列强将因基督分歧而滋
生争斗，“将来英之于意，意之于法，法之于德，德之于俄，俄
之于奥，必有因此而失欢者。”[2](p406)基督教不仅酿成列强外交
“失欢”，在列强国内也是酿成龃龉争斗的起源。总而言之，郑
观应认为，西洋诸国的内乱外战皆起源于基督教。只不过教
会由来已久，暂无替代之物。
最后，郑观应把当时来华传教者视为侵略的先锋、酿成
内乱的祸源。他认为，古代教化之道“俗美化行”，而基督“专
以传教亡人之国，阴谋诡计，四海皆知。”[2](p489)他把粤、捻内乱
归为基督所酿成的祸患，“推原祸本，则粤、捻诸乱所由生。此
前事之不可不惩也。”[2](p489)

郑观应所处时代，是波澜风起的交冲之际；所处地缘，是

中西交接的沿海租界。他耳闻目睹教士教民恃势凌人，干涉
词讼，欺压良善。作为有血性的中国人，他对此极为愤怒。他
分析教案纷争，认为皆起于列强庇护，疚在教士。他条分缕析
教案：“尝闻作奸犯科、讹诈乡愚、欺凌孤弱、占人妻，侵人产，
负租项，欠钱粮，包揽官事，击毙平民。种种妄为，擢发难数。
是故传教者，若存心公正，自不容其所为，间有刚愎之徒，私

心褊袒，紊我王章，差提则匿之堂中，罪定则纵之海外。地方
官虑开大谳，先存畏惧之心，义不知外国律例，无辞以折服

之，则往往迁就定谳。平民受屈，申理无从，众怒滋深，群思报
复，遂至拆教堂，辱教土，民教斗殴之案，层见叠出。平心而
论，彼教士亦当自傀，岂止非上帝之心，亦大悖交邻之道矣。
然犹不自悔祸，文过饰非，每遇大臣查办，或以相距太远，未

悉案情，或以律例不同，各执一是。定谳偶致稽延，彼即借端
要挟；有司既经革职，复请惋惜之国书；首犯既已伏辜，更索

赔偿之恤款。朝廷大度优容，小忿必忍；百姓天良尚在，尝胆
知仇。”[2](p407)

郑观应认为，莠民以入教为护符，教士以教权相庇护，这

是教案发生的根源。他以事实为依据，驳斥西人所说教案源于
“华民排外”。重申“圣人之道，广大精微，既无畛域之分，亦无
教门名目，其劝善成化，如回、释诸家，亦在包容之列。”[2](p407)郑
观应认为孔孟之道，精微广大，胸襟广阔，有包罗其他文化的

宏大气魄，绝不至盲目排外。为防止教案发生，郑观应主张针
锋相对，剔教民别为教籍，排抑教民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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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愤懑地说：“别习教之民编为教籍，子孙世世永为庶人，不
许娶妾，不许应试，不许捐纳，不许充兵。此本教堂原有之规
例也，以其矛刺其盾，庶亦别分泾渭之一法矣。夫贬异端，即
所以祟政体；混嫌疑，即所以重邦交。”[2](p409)

此外，为防止列强以教案滋事，他主张由华人代为传

教，“择公正教民与华教士代为传教，无须西人。”[2](p409)他认
为这既符合洋教的规矩，又可使“教士踵迹即不绝而亦稀
少”，[2](p409)通过减少教士与国人的接触削平教案。

四

传统文化崇尚“天人合一”。“天人合一”有助于对外来宗
教的吸收、容纳与融合。郑观应崇尚经世救国，鉴于世俗释道
表里不一、有名无实，他主张遏抑两教，但这并表明他不认可
释道教义。在他看来，各派教义纷繁歧异，但各教同源异流，
均出圣人创制，均是“大道”在人间的体现。所以，郑观应主张
儒释道互生互补、和睦相处。他批判各教彼此攻讦的门户偏
执，“盖世人不体圣人之心一而天下之道同，互相非是，各尚
非是，各尚所闻，专门分宗。”[2](p47)郑观应对敝帚自珍、长骄饰
非的宗教偏私不以为然。
首先，在各派教义上，他认为诸教均以修身行善为准绳，

各派教义虽有深浅难易之别，但本原相通。他辨析三教异同
时说：“信夫闻道之士，先贵积德。孝弟之道，通乎神明，此积
德于亲也；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此积德于心也。老子所云：
‘道生之，德畜之’。求道不积德，犹饥而无粮也。孔子曰：‘德
之不修，学之不讲。’其斯之谓欤？嗟夫！人生难得，光景易迁。
妻财子禄，为欢几何；妙道不修，同归泯灭。”[2](p48)

他认为，三教皆“先贵积德”。修行积德是求道的基石。三
教差异仅在于，有的注重躯体修炼，有的注重内圣体验，有的

注重人伦实践。他说：“或问：‘仙释之道所重者何处？’曰：‘释
经重在楞严之闻思，仙经重在南华之心斋，儒经重在易之习

坎。其实闻思即习坎，习坎即心斋。文虽殊，义则同也。孔、颜
问答，惟道集虚。虚者心斋也。观世音从闻思修入，方获圆
道。’”[3](p153)他认为三教重心各殊，实质则一。释经的“闻思”、
道经的“心斋”、儒经的“习坎”本质一样，无甚差别，所讲的道
理都一致。他以儒学的修齐治平贯通教义，调融三教。他说：
“其言曰：‘无为而无不为。’论语曰：‘无为而治者其舜也
与!’，《金刚经》云：‘一切圣贤皆以为无法而有差别。修齐治
平皆宜师之。’”[3](p18-19)

在儒教与道教关系上，他认为两者相辅相成，皆“有济于
世”。他曾说：“占者神人合一……其流不同。儒者往往攻之拒

之而勿称。窃意儒之道不外日常伦常，修、齐、治、平，皆中庸
也。仙之道实足以补天地之缺，济儒道之穷……其所致力者
各异，其有济于世者则未尝异也。”[2](p535)

郑观应认为，儒道两教重心不一，互有短长，儒教重伦理

的实践，囿于“穷理尽性”的禁锢，无法从人伦投射到对自然
的研求，所以有“天地之缺”，而道家的“仙道”可补儒学自然
思辨方面的亏欠。在道教与释教关系上，他阐述说：“要之仙、
释同源，释法详言性，而略言命，然《金刚经》、《心经》、《六祖
坛经》则已微露其端。《道经》详言命，而略言性，然《关尹子》
及《清净经》、《心印经》、《悟真外编》亦颇略阐其妙。”[2](p536)

郑观应认为道释同源，各有侧重。释法详性略命，道法详
命略性。他提出“老子之道固与儒、释一贯，以清净无为立教，
以慈俭自下建宗，以归根复命、返虚归朴为究竞”。[1](p77)

其次，在悟道体验天理方面，郑观应认为儒、释、道三教
名义虽殊，但悟道之理相通。他归纳三教体验天理的途径不
外乎“穷理、尽性，以致于命之学”。修炼的说法略有不同，但
道理都一样的。“夫儒曰‘正心’，道曰‘修心’，释曰‘明心’。其
教虽殊，其理则一也。总不外乎正心、修心、明心。”[3](p15)认为，
三者修道途径略有不同，但殊源同归，九九归一。修道均不离
“心性”。他强调指出：“修心为入理之本，心有未修，则理无由
入载，所载者欲也。”[3](p15)至于三教在体验天理方面的差异，他
说：“踏实一切者孔门也，空诸一切者牟尼也，超乎一切者太
上也。”[3](p72)认为依各教与世俗关系远近略有不同，儒学重伦
常，离世俗最近，释稍次，道“超乎一切”，距世俗最远。
郑观应主张调和诸教，撷取所长，为己所用。他推崇儒家

“不薄待他人，亦不至震骇他人；不务匿己长，亦不敢回护己
短”[2](p273)的理性精神。他曾打算修道成仙后再入释门，释道修
成再穷究天主、耶稣、回教诸理。作为本位文化的捍卫者，他
对外来的基督教不以为然，但还是公正地评介基督教的慈善

事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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